
早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庄子发现
———玄佛合流的一种历史考察

卞清波

内容提要 在玄佛合流的历史演进中，《庄子》的“身影”有一个从隐到显、从暗到明的过程。从庄学的角
度考察，可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: ( 1)东汉末年，《庄子》在小乘佛学与黄老道之外蛰伏与萌动; ( 2) 正始、
竹林时期，《庄子》在思想界生机勃发; ( 3) 西晋时期，郭象注庄、般若经重译，庄学长出强干劲枝; ( 4) 东晋时
期，“逍遥游”重释、“支理”风行，般若学发展出六家七宗，庄学开出绚烂之花; ( 5) 东晋末至南北朝，《肇论》出
世，佛学转向，庄学结出丰硕之果。关注与考察《庄子》在玄佛合流中发挥作用的过程，有利于我们深入分析、
了解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及发生机制。《庄子》在玄佛合流的进程中扮演了中外思想对话与融合“最大公
约数”的历史角色。《庄子》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及其充满魅力的表达方式，在思想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
极作用，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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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
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作为外来思想的佛学在与魏
晋玄学的碰撞、交流与融合中，在中国立稳了脚
跟，以致一度出现玄佛合流的局面，为其后佛教在
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，有力地推动了佛教
的中国化。
“玄佛合流”，顾名思义，是指思想史上魏晋

玄学与佛学“合流”的一种现象。围绕玄佛合流，
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。比如玄佛合流发生的具体
时间，多数学者认为在东晋，余敦康就说: “清谈
名士接受般若思想是在西晋中叶以后，到了东晋
初年，才形成了一股佛玄合流的般若学思潮。”①

洪修平则认为，“两晋时期，大乘般若学在玄学的
刺激下得以大兴，并与玄学合流而出现了六家七
宗等众多的学派”②，既承认玄佛合流局面出现在
东晋六家七宗等众多学派涌现之时，也倾向于从
学风的角度，将玄佛合流理解为发生在两晋时期

的一种历史进程。应当说，两种观点各有道理，关
键在于如何定义玄佛合流的性质。如果将玄佛合
流定义为一种断代性的特定局面，则发生时间以
六家七宗涌现的东晋为是; 如果将玄佛合流定义
为一种持续性的发展过程，则发生时间可以从晚
于佛教传入中土的玄学诞生之时算起，直至玄学
的终结。

关于玄佛合流的分歧，还体现在“玄”“佛”相
互关系的理解方面。汤用彤说: “玄学的产生与
佛学无关，因为照以上所说，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
术自然的演进，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‘新义’，
渐成系统，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
关系，易言之，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。反之，佛
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，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
我国人士所接受。不过以后佛学对于玄学的根本
问题有更深一层的发挥。所以从一方面讲，魏晋
时代的佛学也可说是玄学。”③很多学者的观点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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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相反，着重指出佛学对玄学的影响。郭美星
《试论“玄佛合流”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》分
析指出:“‘格义’之风的出现，早于魏晋玄学的诞
生。而佛教般若学是印度大乘佛教空宗的一个重
要理论派别，其经典依据则是《般若经》。佛教
《般若经》的传译早在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就开
始了，后来经过支谦、朱士行、竺法护等人的继续
努力，流行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般若学思想已基
本上介绍到中国。所以，当近代有学者提出魏晋
玄学的诞生是受到过佛教般若学的影响的这一说
法是有可能的。”④王晓毅更在《儒释道与魏晋玄
学形成》一书中，通过对何晏《无名论》的考察，比
较当时翻译佛典与《无名论》中所涉关键词汇的
异同，试图从中寻找佛学影响玄学的证据⑤。事
实上，广义地看，在魏晋时期，无论是玄学的发展，
还是佛教般若学的发展，相互之间发生影响是长
时间客观存在的。所谓“玄佛合流”，正是概括了
这种玄学与般若学相互影响的状态。

在玄佛合流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学术现象的存
在是毋庸置疑的，那就是对道家代表作《老子》
《庄子》两部典籍的重新注释、解释和辩难，发挥
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但这在以往并未引起学者们
特别充分的关注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佛学与
中国传统思想的交互影响之中，乃至在魏晋玄学
本身的演变发展之中，《庄子》的“身影”，有一个
从隐到显、从暗到明的过程。具体而言，从庄学的
角度考察，可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。

蛰伏与萌动:小乘佛学与黄老道之外

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，学界向有不
同意见。但根据可靠文献，至迟在东汉时期，佛教
已经确定在中土传播。在早先的传播当中，佛教
更多是以类似于神仙方术之道的面目而出现的。
如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“学为浮屠斋戒祭
祀”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絜斋三月，与
神为誓”⑥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
帝———东汉桓帝“设华盖以祠浮图、老子”⑦，佛
( 即“浮屠”“浮图”) 在这里是供奉的对象，是被人
崇拜的“人格神”，而不是“觉者”“智者”或其他什
么。甚至直到西晋，擅长“神异”的名僧佛图澄还

受到广泛推崇⑧，据此可以想见佛教早先传播的
方术化特征。

与此相连，汉魏之际，首先在社会上被较为充
分地理解和接受的是小乘佛学。尽管来自月氏的
名僧支娄迦谶也翻译了不少大乘般若学经典，但
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理论风尚，这些经典
并未受到太多关注。从思想史上看，当时流行于
民间乃至皇室的黄老道，为小乘佛学的流布提供
了丰厚土壤。黄老道上承汉初的黄老之学，只不
过黄老之学更多是注重“君人南面”的政治哲学，
而黄老道则已经转为重视个体避世修身乃至修养
成仙的个人养生术。黄老道的种种养生修仙之术
既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也就使得小乘佛学的
“九绝”⑨、“数息”⑩等禅法，更加容易被中土的
人们理解和接受。

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帝王“祠浮图、老子”“诵黄
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，还是民间盛行黄老
道、理解和接受小乘佛学的禅法，老子与佛( “浮
屠”“浮图”) 联袂出场、携手登台已是司空见惯之
事。《庄子·天下》推崇老子为“古之博大真
人”瑏瑡，《淮南子·要略》“考验乎老庄之术”瑏瑢更
明确开始将“老庄”并称，但同样作为道家代表性
人物的庄子，在这段时期的思想史上却几乎是
“缺席”的，就像余敦康在《魏晋玄学史》中说的，
庄学在汉代“沉寂了三百多年”瑏瑣。当然，尽管如
此，汉代一些敏感的士人，如扬雄、严君平、仲长统
等，仍然从各种角度注意到庄子的思想。瑏瑤此外，
因为《庄子》与老子割不断的“道”的因缘，其中养
生、神仙思想与黄老道的暗合，以及道教对其所进
行的吸收改造，其在老子学说与佛学热切对话的
背后，蛰伏与萌动的身影若隐若现。

生机勃发: “正始之音”与“竹林七贤”

魏晋玄学的正式登场是从“正始之音”开始
的。其代表人物何晏、王弼，借用《老子》《庄子》
中的“有”“无”等概念，认为整个世界“以无为本”
“以有为末”，“无”是世界的本体，“有”为各种具
体的存在物，是本体“无”的表现。他们还认为世
界的本体“无”是绝对静止的，现象的“有”是千变
万化的，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，归于“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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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”。他们崇尚老子的无为而治，认为儒家的名
教出于道家的自然———所谓“名教出于自然”，而
治理社会要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，以儒家的名
教为末，主张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。何晏著有
《道德论》，而王弼的《老子注》更是玄学奠基之
作，同时王弼还著有《周易注》《周易略例》。可
见，《老子》《周易》是正始玄学中关注的重点。尽
管如此，《庄子》毕竟在此时进入了他们的核心视
野。“才理清明，能释玄虚，每论《易》及老、庄之
道”的冀州刺史裴徽就曾“数与何平叔( 何晏) 共
说老、庄及《易》”瑏瑥，“三玄”之学由此诞生;“清和
有思理”的平原太守刘邠也曾“数与平叔论《易》
及老、庄之道”瑏瑦。南朝时期的著名学者刘勰更是
在他的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
何晏、王弼时代的思想界新特点，“于是聃、周当
路，与尼父争涂矣”瑏瑧。

如果说“正始之音”中的《庄子》还“犹抱琵琶
半遮面”，那么在“竹林七贤”那里，《庄子》已经站
到了他们思想舞台的中央。阮籍“博览群籍，尤
好《庄》《老》”瑏瑨“以庄周为模则”瑏瑩，嵇康自称“又
读《庄》《老》，重增其放”瑐瑠，山涛“介然不群”“性
好《庄》《老》，每隐身自晦”瑐瑡，刘伶“放情肆志，常
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”瑐瑢……在竹林名士的心中，
庄子的地位是实实在在地居于老子之前了。而除
了思想和理论上的聚焦，竹林名士更在实际生活
中以庄子为行动“模则”。嵇康所谓“越名教而任
自然”，既可以概括竹林玄学的主要特征，也是庄
子的学说在此时生机勃发的生动写照。

其实，竹林名士从年龄上看，与正始名士相差
无几，山涛、阮籍与何晏、夏侯玄同辈，向秀、嵇康
等与王弼、钟会也是同辈。但竹林名士起初不像
正始名士那样居于政治旋涡中心，所以不像他们
那样青睐政治哲学问题，而更倾心于人生哲学问
题，这是庄子思想进入他们思想视野的现实社会
背景。

到了魏晋禅代之后，正始名士退出历史舞台，
而向秀、山涛等竹林名士走向政治前台，整个玄学
的重心也跟着正式转向庄子了。在这一时期，单
是看《庄子》所吸引到的为之作注的文人的规模，
就可见其在当时玄学家们心目中的分量。《世说

新语·文学》云:“初，注《庄子》者数十家，莫能究
其旨要。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，妙析奇致，大畅玄
风，唯秋水、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。”瑐瑣也就是说，
在这一时期，在向秀之前，注释《庄子》的著作已
经有数十种之多。

佛教在经历了早期方术化的小乘佛学的延播
之后，注重义理的般若学也逐渐在士人群体中受
关注。魏晋之际，敦煌、洛阳、长安等几大佛教传
播中心已经大成气候，到“竹林七贤”的时代，佛
教经典的翻译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前
代。早先，支娄迦谶翻译的大乘经典普遍借鉴使
用“无”“虚无”等道家常用概念，如果说这些概念
的“庄子色彩”还不甚明确———可以说它们更多
是借鉴自《老子》的———那么在一些具体思维理
论的展开上，《庄子》并不缺场。比如，《牟子理惑
论》在描述佛的形象时，就已经对《庄子》中“至
人”“神人”的特点多有转借。瑐瑤随着佛经汉译及
般若学的兴盛，“格义”成为佛教义理传播中普遍
而不可避免的手法。慧皎《高僧传》竺法雅传云:
“雅乃与康法朗等，以经中事数，拟配外书，为生
解之例，谓之格义。”瑐瑥据此，“格义”所解释的对
象包括“事”“数”两类，如果说“数”的对应之义在
《老子》中还比较容易寻见，那么“事”的对应之
义，一定在“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巵言日出”瑐瑦的
《庄子》里才更为常见。关于这一点，后来庐山慧
远的一段话可以做极为生动的注脚: “尝有客听
讲，难实相义，往复移时，弥增疑昧。远乃引《庄
子》义为连类，于是惑者晓然。”瑐瑧

强干劲枝:郭象《庄子注》与般若经重译

被誉为“王弼之亚”瑐瑨的郭象，无疑是魏晋玄
学巅峰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。无论其《庄子注》
对向秀旧注有多少因袭，经他“述而广之”瑐瑩的
《庄子注》，总是形成了独具特色而自成体系的哲
学思想，其中的“创造”与“发明”不容抹杀。郭象
的《庄子注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实现了对《庄子》
的创造性诠释，在当时的玄学界产生重要影响。
其一，“独化”说。郭象大胆否定了《庄子》中“夫
道，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”却能“生天生地”瑑瑠的宇
宙本原的属性，以及何晏、王弼等正始玄学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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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”为本的学说，而认为万物“自生”“独化”。如
他在《齐物论注》中说: “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有;
有之未有，又不能为生。然则生生者谁哉? 块然
而自生耳。”瑑瑡在《大宗师注》中说: “凡得之者，外
不资于道，内不由于己，掘然自得而独化也。”瑑瑢在
《庄子序》中也专门提出“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”
的问题。其二，“适性逍遥”说。在郭象看来，《逍
遥游》中的鲲鹏也好，学鸠也好，“物各有性”，“大
小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
各当其分，逍遥一也”瑑瑣。

郭象《庄子注》调和了玄学发展过程中“贵
无”“崇有”等争论，印证了“名教即自然”的命题，
通过“否定之否定”，将玄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
峰。郭象注中也有《老子》的影响痕迹，如“神器
独化于玄冥之境”，“神器”一词即出自《老子》二
十九章，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”瑑瑤。但无疑地，相
对于此时《庄子》的大盛，可以说《老子》已经逐渐
淡出，至少不再独霸玄学的核心舞台。

而此时佛学也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，推进了
般若学的初兴。西晋之世，随着外来僧人的显著
增多和翻译佛典的大量传布，中土的佛教信仰者
数量大幅增加，佛学般若思想在士大夫乃至王室
中赢得更多关注。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晋道安
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记载，《放光般若经》即于元
康元年( 291) 五月译出，而“《放光》寻出，大行华
京，息心居士翕然传焉。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
断绢写之，持还中山。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
幢幡迎经，其行世如是”瑑瑥。据《高僧传》卷一记
载，西晋惠帝时，“又有优婆塞卫士度，译出《道行
波若经》二卷”瑑瑦，可见般若经的广传。在这样的
背景下，一些精通般若经的名僧深度参与到玄学
“清谈”活动中，“常执麈尾行，每值名宾，辄清谈
尽日”瑑瑧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绚烂之花: “支理”与六家七宗

据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，东晋孙绰曾把两晋之
际的七位名僧拟配“竹林七贤”———以竺法护拟
配山涛( 见昙摩罗刹传) ，以帛远拟配嵇康( 见帛
远传) ，以竺法乘拟配王戎( 见竺法乘传) ，以竺道
潜拟配刘伶 ( 见竺法潜传) ，以于法兰拟配阮籍

( 见于法兰传 ) ，以于道邃拟配阮咸 ( 见于道邃
传) ，以支遁拟配向秀( 见支遁传) 。孙绰的每一
组拟配都有相应根据，如评竺法护与山涛云: “护
公德居物宗，巨源位登论道，二公风德高远，足为
流辈矣。”瑑瑨据此，仅仅从行为方式层面看，佛教名
僧与竹林名士已经多有契合，《庄子》的身影在他
们背后共同闪现。

而从思想的层面看，《庄子》更是进入了佛教
学者的“内心最深处”。其最为生动也最有代表
性的案例，即名僧支遁对《庄子》逍遥游义的深刻
阐发。支遁借由对逍遥游义的阐发折服了谢安、
王羲之等一众名士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这样写
道:“《庄子·逍遥篇》，旧是难处，诸名贤所可钻
味，而不能拔理于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马寺
中，将冯太常共语，因及《逍遥》。支卓然标新理
于二家之表，立异义于众贤之外，皆是诸名贤寻味
之所不得。后遂用支理。”瑑瑩所谓“支理”，在支遁
专著《逍遥论》中一定有详尽的阐发，可惜该书已
佚。综合现在能看到的文献，可知“支理”重在说
明“夫逍遥者，明至人之心也”瑒瑠，似向秀、郭象所
谓“适性逍遥”不足为训。真正要做到逍遥，必须
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这样才能“遥然不我得，玄感
不为，不疾而速，则逍然靡不适”，“此所以为逍遥
也”。瑒瑡支遁将其对般若学的理解运用到《庄子》
的解读中，借般若学实现了对向秀、郭象《庄子
注》的超越，既使《庄子》的本意得到更进一步的
阐发，又使般若学为当时士人所进一步理解和接
受，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化佛学的传播与发展。

孙绰将支遁拟配为向秀，原因是“支遁、向秀
雅尚庄老”“二子异时，风好玄同矣”瑒瑢。但支遁
毕竟是一位僧人。在东晋，与他一样热衷于庄老
之学及佛教义理之学的僧人，并非少数。事实上，
他与其中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同人，后来被称为般
若学六家七宗 ( 南朝宋昙济谓为本无宗、本无异
宗、即色宗、识含宗、幻化宗、心无宗、缘会宗，其中
前两宗为一家瑒瑣 ) ，支遁被视为即色宗的开创者。
僧肇后来总其为三家，作心无、即色、本无三义。
无论具体是哪一家、哪一义，《庄》《老》尤其是《庄
子》，是他们展开义理分析时绕不开的一个对象。
即以本无宗的道安来论，谈“无”论“空”，相对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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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较为倚重《老子》的，如他解释般若空观时说
“无在万化之前，空为众形之始”瑒瑤，何晏、王弼
“贵无”思想的味道十分浓厚。即便如此，生在郭
象《庄子注》大行于世之后的这位名僧，思想中还
是抹不去庄学印记，他在解释“本无”时就说，“非
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”，故“群像禀形”，皆“自
然自尔”瑒瑥。道安尚且如此，“引《庄子》义为连
类”的弟子慧远等，对《庄子》的理解和运用就更
充分了。

六家七宗之所以能与《庄子》结缘至此，自有
其深层原因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时般若学的
重心，已从早先佛教与中土思想的简单概念比附，
发展到对本体论思想的深入探讨。而如果说《老
子》中的“无”“有”“无为”等名词为佛经初传提
供了上好的概念资源，那么《庄子》则为般若学深
入探究本体问题提供了上好的理论思维资源。般
若与《庄子》中这部分共同基因，可视为佛教中国
化过程中至为关键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丰硕之果:《肇论》与佛学的转向

魏晋般若学的勃兴与弘传，离不开佛学史上
的一位大翻译家，这位大翻译家就是鸠摩罗什。
鸠摩罗什历尽曲折，到达后秦，开展了蔚为大观且
影响深远的译经活动。他译出的重要般若经典有
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《大智度论》和《百论》等，正
是这些经典，为中土人士正面审视印度大乘佛教
的中观学，亦即大乘般若空宗，提供了权威而最近
本义的读本。不仅如此，鸠摩罗什还培养了僧肇、
僧叡、道生等一大批弟子，这些弟子在后来的佛教
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了难以磨灭的作用。其中，被
誉为“秦人解空第一”的僧肇，把“解空”建立在了
融合和贯通印度中观般若空宗和中国传统思想，
尤其是《庄子》《老子》思想的基础上，并用中国本
土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，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对印
度中观般若思想的继承和弘扬，以及对中土《庄
子》《老子》学说的批判和扬弃。其代表性著作为
《般若无知论》《不真空论》《物不迁论》和《涅槃
无名论》以及《维摩经注》，其中前四种被合称为
《肇论》。

僧肇早年是熟读《庄》《老》的。据《高僧传》

僧肇传，其少年时即“爱好玄微，每以《庄》《老》为
心要”。而他也很早对《老》《庄》产生了不满:“读
《老子·德章》，乃叹曰: ‘美则美矣，然栖神冥累
之方，犹未尽善也。’”瑒瑦从其经典论文《肇论》来
看，僧肇对《老子》的扬弃更多，《庄子》的因素却
“挥之不去”。即如任继愈先生所指出的，其《物
不迁论》标题“物不迁”三字显然取自《庄子·德
充符》中的“不与物迁”; 其语言及行文风格，如
《不真空论》中的“物无彼此，而人以此为此，以彼
为彼;彼亦以彼为此，以此为彼”等，与《庄子·齐
物论》中的“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”“物无非彼，物
无非是”等如出一辙瑒瑧 ; 而其所谓“不着两边”的
思维方式，某种程度上也与《庄子》的相对主义难
分彼此。我们与其说《肇论》是弘扬般若本义、扬
弃中土思想尤其是《庄子》思想的典范，毋宁说它
是消化吸收中土思想尤其是《庄子》思想的典范。
在《肇论》之中，可以说《庄子》是“消失”不见了，
但也可以说《庄子》已经化于其中，无处不在。从
这个角度说，《肇论》未尝不是《庄子》学的一座新
的高峰，谓其为外来佛学与中土思想融合的一枚
硕果，当无疑义。

然而般若学到此也到达了其“巅峰时刻”。
接下来，随着涅槃学说的兴起，以及道生“一阐提
皆可成佛”说的广为接受，中国佛学由重在探讨
义理转向愈发倾心佛性了。《庄子》在士人心目
中的地位以及庄学的发展，也随着佛学的转向，以
及玄学的式微，不复往昔。“逍遥游”也好，“齐物
论”也罢，魏晋时期兴盛一时的庄学命运，竟与般
若学一道，几乎完成了“同频共振”。

余 论

综上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在魏晋玄学与
佛学的交互发展中，同为道家经典的《老子》与
《庄子》，有一个“此消彼长”的过程。在佛学初传
东土，乃至魏晋时期，由于佛教争取信众时借重方
术神异，以及佛经初译时需要相应的中土概念资
源，《老子》担当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桥梁角色。
随着汉译佛经及般若思想传布，以及士人自我意
识的觉醒，到玄学初兴的正始年间，乃至“竹林”
时期，《庄子》因其人生哲学的属性以及浓厚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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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论色彩，渐渐与暗相契合的般若学发生愈来愈
多的对话，不仅扮演了“格义”的津梁，更进据玄
学舞台的中央，《老子》则逐渐趋于幕后。到元康
年间，郭象《庄子注》推进玄学抵达高峰，而弘传
与勃兴的般若学，赋予名僧“拔理于郭、向之外”
的思维能力，玄佛合流的形势则提供了他们实现
这种超越的时机与平台。最终，代表魏晋般若学
最高成就的《肇论》在最大限度体现中国佛学独
立品格的同时，也将庄学的成果几乎融化于无形，
结出了般若学与玄学互动交流的一大硕果。玄学
及魏晋庄学从而宣告终结，而佛学在中土的发展
也在此时由般若学转向了佛性论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，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之
间本身存在的差异，以及其与佛学主张、佛学思维
方式的“公约数”多少有直接关系。《老子》《庄
子》同为道家经典，但总体而言，《老子》的“道”更
富有宇宙论色彩，其学说也近于政治哲学; 《庄
子》的“道”则更富有本体论色彩，其学说更近于
人生哲学。相对而言，佛学义理层面的内容，显然
与《庄子》的重合之处更多。

佛学与庄学的深度对话，终于在魏晋时期达到
水乳交融的状态。其对话既结出了硕果，这硕果也
是再生的种子。随着佛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，《庄
子》的因素还将持续地提供养分，发挥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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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散见墓志校理二则
杨继光

陈朝云著《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》
( 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) ，共收录了目前不见集中著录、
散存野外的汉唐时期河南 18 通碑碣及 157 方墓志。所选
碑志都经过编者认真释读，拓片也较为清晰，其录文及拓本
资料有相当部分是首次刊布。总体而言，该书对碑志铭文
的迻录与考释堪称精准，为学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汉唐
文献资料。惟经笔者仔细研读，发现书中尚有多处文字可
商，今不揣谫陋，选取二则敷衍成文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1．《大唐故晋昌唐府君夫人田氏墓志》:“呜呼! 虑怅
悄然，慈颜永隔，金乌告日，丹旐翩翩。”( 第 450 页)

案:上揭文字为人去世的委婉说法，“虑怅”扞格难
通。复审原拓，“虑怅”实作“繐怅”。唐代俗写巾、忄二旁
相混不别，说详曾良《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(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66 页) ，故“繐怅”实为“繐帐”，
本指用细而疏的麻布制成的灵帐。本书中还有“繐帐”的
同义词“繐帷”，《唐故清河崔夫人墓志铭》:“洎外姻内姻、
孤者孀者，来馆于我而依夫人，率皆瞻其繐帷，无不流
恸。”编者误录为“穗帷”，当校正。传世文献中“繐帐”用
例亦经见，三国魏曹操《遗令》:“于台堂上安六尺床，施繐

帐。”唐刘禹锡《哭庞京兆》诗: “今朝繐帐哭君处，前日见
铺歌舞筵。”后泛指布帛制成的帐幕。明徐渭《雪》诗:“天
孙纤手裁素罗，繐帐横施九万里。”

2．《唐故太子司议郎刘府君墓志铭》:“呜呼! 孰意梦
楹之兆，旋成易篑之悲。以咸通三年夏四月廿二日终于
东都崇政里第，享年五十八。”( 第 452 页)

案:“易篑”不辞，复审原拓，“篑”实作“箦”。“易箦”
是用典，典出《礼记·檀弓上》: “曾子寝疾，病，乐正子春
坐于床下，曾元、曾申坐于足，童子隅坐而执烛。童子曰:
‘华而睆，大夫之箦与?’……曾子曰: ‘然。斯季孙之赐
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，起易箦!’”按古时礼制，箦只用于
大夫，曾参未曾为大夫，不当用，所以临终时要曾元为之
更换。后因此称人病重将死为“易箦”。此义置诸上揭
例，若合符节。传世文献中“易箦”亦经见，《周书·宇文
广传》:“可斟酌前典，率由旧章。使易箦之言，得申遗言;
黜殡之请，无亏令终。”宋文莹《玉壶清话》卷三: “公生于
洛中祖第正寝，至易箦，亦在其寝。”

( 作者单位: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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